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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后新启蒙思潮的“中国化”
转向及运行困境

庞　 虎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受特殊运行环境的激发,新启蒙思潮开启了由“西化”向“中国化”的转型尝试。
然而,思想启蒙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它满足该国家需要的程度。由于对民族文化特别是

儒家传统救国意义的过分迷恋和畸形阐发,新启蒙思潮没能形成对中国国情的全面把握,其
“中国化”话语出现了批判意识与保守情结、“济天下”与“善其身”、文化包容与权威整合、民
族觉醒与个性解放等关系的调处困境,最终在继承与超越、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博弈斗争

中,左右摇摆、顾此失彼,没能形成对中国化进程的系统推动。当前,“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应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托民众主体力量,着眼于现实实践的主题变化,充分激发社会主

义制度优势,才能超越对旧传统的过分纠葛,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创新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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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长河的主流思潮,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近
代以来,中国启蒙思潮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立足于民族危机的形势变化,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启

蒙道路,到抗战前后,以新启蒙运动为代表,开启了“中国化”的转型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

化”浪潮的冲击,但其暴露出的诸多矛盾纠葛,也给“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埋下了诸多隐忧,其中的经验

教训至今仍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一、 从“西化”到“中国化”:近代启蒙思潮的路向选择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呈现在面前的是两支相互交织的洪流:一是帝国主义勾结封建残余势力,试



图陷中国于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的狂潮;二是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汇聚成巨大威力,不断发出保家卫

国的呼吼。由这一特殊历史情形所决定,近代中国启蒙可以说就是爱国主义文化运动的别称。启蒙者

们无论是“中体西用”的倡导,还是“全盘西化”的号召,从其实质来看,都是致力于解决民族危亡问

题。“先知先觉”的有识之士大多身兼两任,既是思想启蒙的倡导者也是救亡运动的切实推动者,民族

矛盾的激化程度直接决定着启蒙运动的发展态势。
鸦片战争后,受外来因素的冲击,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革,旧势力的统治体系遭到前所未有的挑

战。受其影响,原有的文化秩序也产生相应变革。晚清新政对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新式学堂的创办,使
大批读书人摆脱了“学而优则仕”的世俗观念,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辛亥

革命的爆发进一步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促成了民众思想的初

步解放;大批留学人员的回国,也进一步壮大了启蒙运动的主体力量。在此背景下,西方文化的传播得

以迅猛发展,大批西学读物蜂拥而至,使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重大变革。人们开始抛弃“华夷之辨”的

传统思维,从魏源的“师夷长技”,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再到梁启超的“世界主义国家”,最后发展

为胡适的“全盘西化”,对西学的崇拜愈演愈烈,“西化”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话语。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诞生,为启蒙阵营注入了新的活力。自诞生伊始,马克思主

义理论精英就一直以救亡启蒙为己任,秉承传统知识分子济世救民的爱国情结,高举马克思主义先进

武器,力争在理论宣传、思想解放、革命动员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成为继林则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

级、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之后,活跃于近现代中国启蒙舞台的又一支新生力量。但受这一

时期空前激烈的反传统倾向的影响,人们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外来文化缺乏必要的鉴别与

取舍,一度造成思想界的较大混乱。随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式向世人摆出了引入式的启蒙能否解

决中国问题这一亟待思考的现实性难题,形成了“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1] 的初步共识。之后,历经马

克思主义的“托派”化、教条化的阵痛,到抗战前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成为思想界争相

讨论的显性话题。
新启蒙运动爆发于抗战前夕,是一场由中共文化人士发起的、吸引进步人士共同参加的思想文化

运动。它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为号召,力图汇通中外,努力在西化与复古的不朽论争中独辟蹊径,
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启蒙道路,在启蒙目标的现实化、启蒙武器的民族化、启蒙主体的大众化、启
蒙态度的理性化等方面都实现了重要突破,并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行了可贵探索。1936年,新启

蒙者陈唯实率先提出了“唯物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 [2] 的主张。同年,陈伯达也认为理论工作者应

该“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 [3] 。1938年,艾思奇又进一步指出,过去只是

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通俗化解释,还没有从整体上做到中国化,“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

发展的低级阶段,中国化现实化是它传播和发展的高级阶段,只有后者,才能既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更

深入地传播,又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从而产生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4] 。并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原则、途径等问题,作了初步解读。应该说,新启蒙运动的发动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意义,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五四”启蒙的历史缺陷,开启了中国化启蒙的崭新征程,也为随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

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论断,营造了思想氛围,提供了理论铺垫。
但另一方面,思想启蒙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它满足该国家需要的程度。20世纪30年代,世界格

局重新调整,法西斯势力迅速崛起,特别是,此时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已被当年“一战”的胜利冲昏了头

脑,侵华野心急剧膨胀。他们以“大东亚新秩序”的主宰者自居,对中国实行以“去中国化”为核心的文

化摧残政策,极力排斥中华民族的文化影响,就连最初一度被奉为治华工具首选的儒家道统,此时也

因“王道主义给予了因没有得到善待或失权而心怀不满的人兴起革命运动的动机” [5] ,而被禁止传授。
受此激发,启蒙运动的民族性趋向日渐显明,广大民众基于列强入侵的共同命运而形成的对本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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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同感也更加高涨,客观上要求包括启蒙运动在内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民族救亡为中心,甚至连

“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都被指责损害民族自信,不够中国人的样子” [6]12。同时,民族危机的高压,
也使得中国的启蒙运动不可能拥有像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那样从容的步履,而总是仓促而就,很难形

成持续的后继成效。这一形势,既在客观上促进了启蒙思潮的“中国化”转向,也为“中国化”话语的建

构带来了诸多隐忧。

二、 新启蒙语境下“中国化”转向的运行困境

伴随民族危机的恶化,新启蒙运动逐渐失去了五四时期自我批判的锐气,也不再拥有全面认识中

国国情的余暇,而是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的救亡功能产生了过分依恋和畸形阐发,最终在继承

与超越、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博弈斗争中,左右摇摆、顾此失彼,没能形成对中国化理论和实践的系统

推动。

(一) 批判意识与传统情结的纠葛

与近代知识分子一脉相承,新启蒙者的骨子里也曾有针砭时弊的内在冲动。面对抗战前夕思想文

化界的复杂状况,1936年9月,陈伯达率先提出思想批判的紧迫性问题,认为:“中国的旧传统思想,一
般地缺乏了有系统的深刻批评,而这种数千年来的统治传统思想,目前,却正成为帝国主义者和汉奸

用来奴役中国人意识的有力工具。” [3] 艾思奇赞同陈伯达的见解,他在反思近代启蒙历史局限的基础

上指出,过去的启蒙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封建落后的文化现状,启蒙运动积

累下来的一些成果,后来也遭到了极大破坏:新的思想文化被视为“离经叛道”,已关门了的“孔家店”
又再次开张,一些理论著作,充斥着神秘色彩,复古、尊孔等文化黑潮随着几年来国土的沦丧,又死灰

复燃起来。对此,艾思奇指出,思想启蒙还任重道远,“需要现在的文化运动来完成它,这就是为什么在

旧启蒙运动之外还要再来一个新启蒙运动” [7] 。新启蒙者的这些倡导,既是对“五四”批判精神的延续

继承,也是对当时国内文化现状的能动反应,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然而,随着运动的推进,新启蒙者的思想立场产生了明显动摇,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弱,妥协的成分

逐渐增加。在新启蒙运动的倡导阶段,陈伯达等人基本遵循了较为革命的立场导向,力图引领民众“摆
脱一切传统思想的镣铐,大无畏地从事批判一切” [8] ;但运动正式开展后,这一立场很快变为“只要是

对民族的生存有利益的话,就是对一部分封建势力携手,也是在所不惜” [9] ;发展到高潮阶段,兆欧等

人则进一步提出,思想批判的范围只能限于封建传统中“被敌人以及汉奸利用的那一方面” [10] ,除此

之外的其他内容都应予以保护;运动进入尾声,张申府等人甚至又把新启蒙运动与宣扬“四维八德”的
新生活运动糅为一体,理由是,新生活运动提倡的“礼”与新启蒙运动所说的“理”是完全一致的,“礼

者理也,‘礼’不过是把情理加以条理”,由此得出,“新生活运动与新启蒙运动在根本上不但是相通的

而且是相同的” [11]40。新启蒙者的这一思想蜕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五四时期的某些激进倾向,
但同时又事实上陷入了保守主义的泥潭。由此,新启蒙运动试图与封建复古运动相对立,但最终又走

向自己的对立面,使以往启蒙运动大力批判的封建礼教又重新找回了合理化空间。
本来,批判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思想启蒙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中国化建构的必要动力。但受当时

民族救亡环境的影响,新启蒙的倡导者们只能既顺从潮流又依恋传统,既要标新立异又缺乏足够勇

气。正是由于新启蒙者缺乏坚定的政治立场,并掺杂了明显的调和色彩,致使他的启蒙倡导既不为革

命者们所赞同,也不被旧势力所接纳,最终在激进和保守的左右摇摆中失去了变革创新的应有锐气。

(二) “济天下”与“善其身”的脱节

受传统情结的影响,抗战时期,新启蒙倡导者们力图继续阐扬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传统使命,沿着

71第 1 期 庞虎:抗战前后新启蒙思潮的“中国化”转向及运行困境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念,力图达成“内圣”与“外王”两大理想的交融糅合,既
要潜心于思想研究和道德修炼,达成“独善其身”的文人境界,又不得不服务于民族救亡和国家复兴的

现实大业,体现“兼济天下”的国民职责。面对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启蒙者们不约而同地宣扬思想启

蒙的济世意义和文化人士的社会责任。陈伯达提出,大敌当前,世人应将一切私利都抛之脑后,必须

“以‘治国’‘平天下’为‘修身’‘齐家’的出发点” [12]27。张申府、齐柏岩等人更是极力宣扬思想文化的

社会意义,认为,“文化在社会一切活动中居于领导的地位”,文化人士应在民族救亡中“肩负起应该肩

负的领导责任”,甚至通过新启蒙的发动,就“可以不但解放了中华民族,并且可以解放了全人类” [13] ,
“新启蒙运动的成功,也就是社会运动的完成” [14] 。在当时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下,文化精英们仍能以

“敢为天下师”的豪迈胸怀,扮演着社会教化、普济众生的特殊角色,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
的优良品质,就其精神而言,是值得称道的。

但另一方面,当时的客观现状又反映出,启蒙倡导者中想当精英的人过多,而真正的精英人士又

实在是太少了。一些习惯于以“先知先觉者”自称的启蒙者们,在大张旗鼓地奔走呐喊、济世救国的同

时,却严重忽视甚至刻意掩盖了自身的缺陷,淡化了对自我水平的反思。新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者仍以

“圣贤”自喻,极力抬高文化精英的历史价值,陈伯达更是坚定地认为,“文化上的圣贤不但为我祖国河

山生色,而且也正是我民族长存至今之重大的因素”,因为他们“都表现了最崇高的德行” [15] 。但实际

上,当时启蒙者的修养水平与“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之间存在相当的差距。新启蒙者并没有对中外

文化形态进行细致的梳理与鉴别,更不可能实现他们所标榜的“创造中国的百科全书”的远大使命。同
时,他们还缺乏团结各界人士将新启蒙运动贯彻到底的能力和勇气,只能坦言:该运动“只希望表现一

个潮流,造成一种风气……志同道合者的集体,固所需要,但勉强凑合,劳民伤财,诚可不必” [11]41。还
对突如其来的历史剧变缺乏足够的准备,对中国错综复杂的国情状况尚未深刻地解读,对广大民众的

世俗愿望没有切实地关注,甚至还认为“最大的文化毁灭者,正是要从那衣食太丰足的人们中间去找,
而衣食感到恐慌的人群,却往往是前进的生活和文化诞生的基础” [16] 。并且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

上,新启蒙者为了更广泛地动员民众,过分致力于通俗化的倡导,而相对降低了对情操水准的要求,认
为“高尚的情操不一定是生艺术的胎” [17] 。由此可见,精英们的思想认识并没有达到时代要求的高度,
也就无法以超凡的文化魅力和高尚的人格形象去引导整个社会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

运动后期,张申府也意识到知识分子自身启蒙的同等重要性,认为,启蒙倡导者“实在应该自省、
自我检讨,自我清算” [18] 。但在当时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新启蒙者没有真正践行自我启蒙的使命,最
终在自救与拯救的不和谐变奏中,知识精英们缺失了应有的感召力,包括“中国化”在内的一切呐喊也

就显得底气不足,逐渐式微,没能赢得民众的广泛认同。

(三) 权威淡化与文化联合的偏颇

新启蒙者对“善其身”的相对降低,使得他们无力树起自身的思想权威,更难以成为启蒙运动的领

导核心。这一情形下,新启蒙者又走向另一极端:干脆以文化联合为名,直接淡化权威领导的实际意

义。艾思奇认为:“启蒙运动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谁主导的问题,而在于运动本身的性质和任务的问

题。” [7] 陈伯达则排斥一切思想权威,认为:“思想应该从外来的权威独立起来,一切关于思想的外来镣

铐都不应存在。” [19] 何干之、柳湜等人也极力呼吁, “大家不必强求领导权,更不必作无谓的争

夺” [20]241,新启蒙运动可以让人们抛弃对腐朽思想的迷恋,但“我们并不希望他盲目的来相信什么”,
“不应提出什么思想的标准” [21]68。在新启蒙运动那里,权威已成了众矢之的。

但是,缺失了核心权威,所谓的文化联合也就变成了极其泛化的文化杂糅。柳湜直接将文化联合

的原则界定为:“宽容,宽容,第三个还是宽容。” [21]74艾思奇等人更进一步对柳湜的“宽容”原则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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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解读,认为,在抗战形势下,“不论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要素也好,封建的文化要素也好,不论是实验

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只要你所发挥的是有用美点,都竭诚欢迎你到这运动中来” [22] ;一切流派,
只要能对抗战发挥一丝一毫的有用美点,就“不拘成见,不分畛域,不论新旧”,完全抛弃政治判断,他
们“爱想什么就想什么,爱怎样想就怎样想”,这就是实现文化联合的“有效的途径” [23] 。这样一来,“自
由放任”成为这种文化联合的主要特征,以至于各联合对象自身的价值取向以及联合之后的主体关

系、变化趋势等问题,新启蒙者并不涉及,也就削弱了文化联合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当时,艾思奇等新启蒙者实际上早已开始了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探索,并且提出了“解析

唯物论”“动的逻辑”等一系列与马克思主义立场基本契合的创新见解。但是,新启蒙者的这些见解还

主要是作为思想启蒙的武器工具之一,没能深入大众实践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更没有形成整合思想

纷争的核心力量,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大打折扣,其现实价值也就难以发挥到应有的程度。

(四) 民族至上与人本关怀的失衡

在爱国联合的昭示下,新启蒙者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陈伯达指出:
“启蒙思想不是别的,乃是救中国的思想。” [24] 艾思奇也认为,以往思想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对内,是通

过对内的改革来实现对外的解放,而当前只能走“爱国主义的一途”,爱国救亡在本质上“就是半殖民

地的民主革命,而且是它的最高形态,是决定生死存亡的最高形态” [16] 。何干之则在总结启蒙发展史

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近代思想运动史“简直可以说是爱国主义文化史的别名”,“我们只有走上爱国

主义的一途,此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20]230。于是,“爱国主义”成为新启蒙运动时期最响亮的战斗

口号。
然而,民族的解放又离不开个体的支持,人本价值的关怀和个体诉求的尊重是民族动员的必要前

提,“国群”与“小己”的和谐统一更是思想启蒙的应有追求。近代早期,严复就已提出过“国立为民”与
“民生为国”的构想,指出:“谓国立所以为民,此重人道之说也;而谓民生所以为国,此重公义之说

也。” [25] 但他并没有找到衔接“人道”与“公义”的具体路径,最终还是以“民智愚昧”为由牺牲了“人

道”的价值,因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五四”启蒙者效仿西方,大力倡导人本主义、个体价值,但又因为

相对弱化了“国群”权威,很快就招来世人的批判。抗战前夕,面对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新启蒙倡导者

又再次顾此失彼,在“民族至上”的强烈呼喊中,“小己”关怀被严重忽视。柳湜指出:“我们自己要不乱

用一分力量除开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耻于滥费一分力量为自己个人。” [21]74 艾思奇也把个人的诉求

看作对民族利益的损害,认为一切社会民众都应消融自我诉求,不能保留个体的“余裕”,努力实现“无
我的同一” [22] 。陈伯达更是极力倡导:爱国人士有必要放弃职位,走上前线,直接融入战争,以此显示

民族气节,勇于自我牺牲,因为评价国人是否具有爱国情操,就是 “看其能否牺牲私意,牺牲小

我” [12]15。
应该说,新启蒙运动把爱国作为首要宗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客观形势的要求,是对中国国情的

本能反应,无疑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如果以此就将国族建构必不可少的“国” “己”两大元素对立起

来,以“爱国”为由忽视“小己”的合理地位,就违背了思想启蒙的初衷,走向了新的思想桎梏。这样形

成的救亡启蒙运动也因降低了自由民主的现实意义、缺失了“小已”利益的动力驱使,所谓“中国化”
话语的倡导也就很难衍生出生动活泼的繁荣景象。

三、 启蒙过后“中国化”话语建构的路径思考

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铸就了特殊的新启蒙思潮,既实现了对以往启蒙理论的某些超越,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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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儒学传统的过分迷恋下顾此失彼、自缚了手脚,“并未紧紧地把握住中国政治的脉动” [26] ,最终在

一片非议声中,仓促落幕。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的时

代,新时代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已不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能比拟

的,更不可能凭借一个儒家传统的复兴就能一蹴而就。习近平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我们要在迅速

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
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

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 [27] 。当前,我们应着眼于新的实践主题,探索切实可行的创新路径,才能

超越对旧传统的过分纠葛,为新时代的“中国化”话语建构,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一) 马克思主义是促进中华传统创新发展的理论指南

不可否认,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精神传统,是中国

元素和中国特色的典型体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是“中国化”话语建构的重要基石。但
同时也要看到,儒学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既拥有基于社会延续性而形成的适应张

力,更不可避免地含有历史惰性影响下的保守特质,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以及由此生成

的阶级属性、功能取向等,都已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它的某些思想内容也早已过时,成为当今社

会必须抛弃的封建糟粕。儒学自身的现代化,是发挥其当代价值的首要前提。
对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首先,马克思主义能够为儒学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习近平指

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吸收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

丰富发展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 [28] 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西方,但它是世界

历史的产物,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相结

合,并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保证儒学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其次,马克思主义能够为儒学现

代化提供方法支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就是立足中国国情,结合时代主题,扎根民众实

践,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创新过程,是场域层面上的中国化、主体层面上的大众化与时间层面上的时

代化三者密切结合、彼此促进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所造就的中国奇迹、开辟的中国道路、凝练的中国

理论、表现出的中国话语都能为儒学现代化提供经验借鉴。同时,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与时俱进的革

命属性,也能加速儒家传统的新陈代谢进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促进传

统文化实现“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29] 。

(二) 民众立场是塑造话语权威的核心取向

“中国化”话语的建构,离不开精英的引导和民众的认同。以往特定的社会背景塑造了知识群体的

独特历史权威,也成就了他们启蒙运动领导者的角色。由个体觉悟的非均衡性状况所决定,一定时期

内,文化精英与普通民众的二元划分还将持续存在。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过早地消灭二者的区

别,而是以大众化为导向构筑起主体之间交流互动的健康平台,促进文化精英自我启蒙与启蒙民众的

协同共进。
当前,文化精英群体虽然仍在思想潮流、价值规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但他们在

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正在面临较大挑战。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文明程度的提升,新时代的社会

民众已不再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而是正在逐步发展成追求进步、崇尚民主的新型主体。新形势下,
文化精英们如果仍以“先知先觉者”自居,采用“填鸭”式的办法,向民众倾注一些看似“神圣”的思想

教条,结果必然是收效甚微。当前,文化精英们应及时化解“救世主”心态。一是反映民众诉求,学习大

众话语。文化精英们要深入群众,切实尊重民众的主体地位,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以民众的立场来认

识民众、赢得民众。其中,生活性的语言是拉近与民众距离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指出:“语言的背后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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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质。不会说话是表象,本质还是严重疏离群众,或是目中无人,对群众缺乏感

情。” [30] 空洞、喊口号式的“官腔”无法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对接,反而会激发群众的逆反情绪。在语

言的运用方面,党的领袖早已做出了示范,毛泽东经常使用歇后语、谚语、成语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比
如“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等;邓小平通过大白话来讲明大道理,比如“摸着石

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等;习近平擅长运用隐喻来说明复杂的事物,比如“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等。只有实现由政治话语向民间话语的转换,
才能使理论深入人心,赢得群众。二是搭建互动平台,促进阶层流动。精英与民众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

越的鸿沟,而应时刻保持新陈代谢的运动状态,形成一个公平公正的“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上,一
切‘选手’都获得平等的机会与权利” [31] 。一方面,大力挖掘民众潜能,把尊重普通群众的思想权利放

于重要位置,鼓励他们大胆思想、大胆探索,实现由被动启蒙者向先进思想的主动创造者和传播者的

转换,并以宽广的胸襟积极扶持新生力量的成长,使“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

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 [32] ,能够及时脱颖而出,为精英阶层注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作

为文化正统的传承者和守护者的精英,也应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
危机意识的驱动下加紧自我修养,优化知识结构,不断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因为现代科技的日新月

异正带来现实世界的激烈变革,而“现实世界的激变会使某个思想体系突然被打乱,这种被打乱反过

来又检验、确立或否定了某一社团思想家们的灵活适应性” [6]175。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精英及其思想,
必将失去现实价值而遭到时代的淘汰。

(三) 现实实践是走出思想纷争的根本途径

兼容并蓄是文化繁荣的主要标志,也是中国化进程的重要表征。这里的兼容并蓄,既不是各种不

同思想的简单拼凑,也不是各类不同流派的任意纷争,“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应是以实践为导向的更高

层次的思想整合。
回顾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任何一次思想运动都伴随着新旧思想观念的激烈交锋。从

最初的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迷恋,到后来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认同,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探索,每一步思想的发展都承载着向错误思想宣战的印记。但思想的建构绝不能停留在思想论争的层

面,必须始终以现实实践为最终标准和归宿。革命救亡中遇到的重重困惑,归根结底要通过实践的推

动来化解;改革探索中产生的种种分岐,归根结底也要依靠实践的成效来检验。实践才是新思想、新方

案形成与确立的最终依据。离开现实实践来谈“中国化”的启蒙或建构,都只能是“面对世界的无能为

力在思想上的表现” [33] ,不仅不能引领社会的进步,反而会阻碍思想发展的正常进程。在20世纪80年
代末,一些人也抛出过所谓“新启蒙”的口号,但他们无视改革开放成果,抹黑社会主义实践,甚至还把

很多脱离中国现实的主观臆想和极端诉求都打上了“思想解放”的名号,最终只能将中国引向歧途。近
年来,又有一些人借助“儒学复兴”之机,极力宣扬“儒化中国”“儒化中国共产党”等主张,无视马克思

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成就,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常建构。这种所谓

的启蒙或者复兴,扭曲评判是非曲直的客观标准,必然造成思想界运行秩序的混乱。当前,“中国化”话
语的建构必须立足并且服务于实践,既防止僵化保守倾向的滋长,又遏制极端激进思潮的蔓延,努力抵

制各种“左”、右倾思想的干扰,确保“中国化”话语始终遵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航向。

(四) 制度优势是化解“群”“己”矛盾的坚实保障

“群”“己”关系问题一直是近代以来思想界争论不休的棘手话题,也是影响中国化价值取向的重

要因素。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来审视二者的轻重,总是顾此失彼,把“国群”和“小

己”推向水火不容的矛盾境地。五四时期过多效仿西方,大力倡导个性解放、激扬人的价值,但因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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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群的权威,很快就遭到了众多批判。而抗战前后的新启蒙思潮则在民族救亡的严峻形势下最终走向

另一极端。
事实上,“国群”“小己”能否化对立为和谐,关键取决于国家性质的优劣和民主化程度的高低。在

专制制度下,“国群”与“小己”的关系表现为针锋相对的生死对抗:对统治者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生为国”是不容争辩的绝对天条;而对被统治者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
“国立为民”才是理想的政治架构。显然,专制制度下的群己矛盾,已超脱了思想启蒙的界说,被打上了

阶级属性的烙印,而演变为君、民之间不可调和的政治对立,任何试图通过内部沟通来促成二者统一

的努力都是徒劳。只有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规范下,国家才真正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才能伸张民权、
反映民意、服务民生,达成“国群”与“小己”的统一。当前,中国化的推进及其话语的建构应积极服务

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优化中国国族的制度内涵,促进国家制度优势向社会治理效能的转

化,提升民众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自觉自愿地维护国群尊严、多做贡献,最终在执政者恪守

“国立为民”、公众牢记“民生为国”的互动氛围中,实现“国群”与“小己”的和谐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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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and Running Dilemma of “Sinicization” in
New Enlightenment Thoughts around the Anti-Japanese War

PANG Hu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Inspired by the special environment of national salvation, the trend of New Enlightenment Thoughts changed

from Westernization to Sinicization. However, the realization of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always depends on the extent to which

i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country. Because of the excessive infatuation and abnorm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espe-

cially the traditional meaning of saving the nation of Confucianism, the new enlightenment trend of thought failed to form a com-

prehensive grasp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In its “ sinicization” discourse cr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conservative complex

appeared, together with “ helping the world” and “being good”, cultural inclusion and authority integration, national awaken-

ing and personality liberation, and finally in a series of games and struggles between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process of “ sinicization” has not been promoted systematically due to swaying from side to side and neglec-

ting one thing and losing the other. At pres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 localiza-

tion in China” should rely on the main force of the people, focus on the theme change of practical prac-

tice,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so as to transcend the excessive entan-

glement with the old tradition and open up a broader innovation prospect.

Key words: around the Anti-Japanese War; New Enlightenment Thoughts; sinicization; running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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